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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案件中的公诉职能探解

刘　婵　秀

[摘　要] 司法活动的一切安排都应围绕着确定性展开。与审判裁决规定意义上的确定

性不同 ,公诉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 ,其在司法确定性上的使命是程序的意义“追寻”而非结

果的直接“达至” 。探究疑难案件中的公诉职能必须实现公诉职能的法理回归 ,达成司法者的

“解释共识” ,实现诉审关系的“共识同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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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疑难案件的困惑:司法不确定

(一)公诉难题:诉还是不诉?

不久前 ,一起简单(案情不复杂)的贩卖假烟案给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1]
(第

5 版):一辆货车在查报站被警方拦停接受查验时 ,车上两名驾乘人员张某 、吴某趁机逃逸 。经查 ,警方发

现车上装有标值 800多万元的假冒伪劣卷烟 1万多条 。在被警方通缉 3 年多后 ,犯罪嫌疑人之一吴某

投案自首 ,称其与张某在福建装货驾至上海时 ,张某告知其车内装的是假货 ,由于上海 、常州买家均不接

货 ,张某只得向南京行驶 ,结果在南京被查 ,张某当时见情况不妙 ,停车前即告诉吴某下车后快跑。侦查

阶段 ,吴某开始不认罪 ,称不知道车上装的是什么货 ,后又表示认罪并写了亲笔供词 。侦查机关遂以销

售伪劣产品罪将吴某移送审查起诉 。在审查起诉阶段 ,吴某又拒不认罪 ,称自己只是帮张某开车 ,一直

不知车上装的是假烟 ,之前的有罪供述是刑讯逼供所致。尽管查证没有刑讯逼供 ,且按经验法则判断 ,

吴某辩解的不明知车上装假烟的事实根本站不住脚 ,但张某的潜逃 ,使吴某的供述没有旁证 ,仅靠这种

不稳定的供词 ,要作出起诉决定有一定难度。为稳妥起见 ,检察院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要求补充侦查

“主观明知”的证据 、追捕同案犯张某 ,但没有进展 。该案提交检委会后委员们意见并不一致。起诉 ?由

于该案只有吴某供述 ,且供述不稳定 ,虽然事实清楚 ,但证据似乎还达不到确实 、充分 ,法院能否采信公

诉意见? 一旦法院判决无罪 ,按目前的一些看法 ,那就是一起“错案” 。不起诉 ?如此大批量的贩假行

为 ,如果主观明知 ,确已构成了销售伪劣产品罪 ,吴某的供述虽有反复 ,但从经验法则判断 ,其“明知”的

可能性很明显 ,不起诉就是放纵犯罪。该院对是否起诉吴某非常慎重并最终决定起诉 ,准备好在法庭上

打一场艰苦诉讼战。而庭审中吴某竟然承认了“明知” 。最终 ,法院对其定罪处罚。

尽管诉求得到了支持 ,但公诉机关看来“赢”得并不精彩 ,多少有点碰运气的感觉 ,一旦被告人在法

庭上咬定“不明知” ,审判结果还真难说 。该案的焦点就在于 ,如果被告人不自认明知 ,怎么样的证据和

经验分析足以判断其“明知” ,这一主观事实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验证 ,恐怕难有统一的标准 ,通常的因

案而异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仅是应景之说 ,难以令人信服 。其实 ,这种情况并非个别 ,在审查起诉时常

常会因需要证明“明知” 、“非法占有目的”等条件及行为的非典型性 、相关的事实认定能否排除合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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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而使公诉陷入两难境地 ,部分案件凭借壮胆似的风险起诉也能体验到上述有惊无险的幸运 ,但也

有部分案件因思虑太多而被终结在公诉阶段 ,无法终结的 ,则是枉纵之间公诉机关无奈的忐忑不安 。

(二)疑难案件的认识论考察:司法不确定

事实上 ,上述案件在公诉阶段的困惑关涉一个法理学上的经典论题 ———疑难案件是否有唯一正确

答案 ?这一论题在西方法学史上是围绕法律的确定性这一问题而展开的 ,不同的法学流派 、不同的理论

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这些论争并非仅就疑难案件而提出 ,但对疑难案件而言 ,无疑会更有意义。

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均从对法律的界定入手认为法律问题有唯一确定答案[ 2]
(第 48 项)。前

者认为 ,自然法是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法 ,体现自然 、正义的要求及神与人的理性 ,是人定法的标准 ,由

此理应得出“唯一正确答案” 。德沃金为维护法的确定性还将法律的外延扩充至不仅指规则 ,还包括原

则和政策 ,他认为 ,如果法律的确定性是指法律一望可知 ,那么现代社会不存在这种法律 ,但这并不意味

着我们不能获得唯一正确答案 ,因为无论是明确法律还是隐含法律 ,其根据如原则 、政策 、道德 、普遍接

受的信仰 、学说及观念都基于相同的文化背景 ,人们完全可以知道或大致了解这些背景根据 ,并从中推

论出具体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后者则运用分析的方法从外延上明确法律的界限 ,厘清法律与道德的区

别 ,并借此使明确性 、肯定性 、稳定性 、可预见性等一系列形式法治原则产生 ,让主观权利有客观准则可

依 ,如哈特从法律规则语言的意思中心和开放结构进行分析 ,承认因语言在外缘地带的模糊性使得法律

有相当数量的不确定性 ,但这仅是规则体系的一种边缘现象 ,它大体上能为案件提供明确的结果。

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面临疑难案件时 ,其力不从心也非常明显:疑难案件正好处于语言意

义的边缘地带 ,哈特所指的大体明确的结果只对一般案件有效 ,疑难案件仍难以捉摸;自然法学对法的

确定性的辩护基本上是形而上学和宏观层面的 ,实践操作力不够 ,且德沃金声称任何疑难案件的判决都

能从法律内部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 ,“他就不得不将法律的外延扩大到极度宽泛而又难以辨识的地步 ,

……诚如波斯纳对德沃金的讽刺 ,法律被界定得越宽 , `法治' 就变得越不确定 ,如果法律被包括进了一

片广阔的政治原则领域 ,那么司法者在搞政治的时候就可以凭良心说在执行法律。所以 ,德沃金没有消

除(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法律和司法的不确定性。”
[ 3]
(第 71 页)也正因如此 ,源于西方人文学科的

怀疑主义传统对法的确定性的质疑之声始终没有停止 ,其中的主要代表现实主义法学从对法的适用过

程的分析入手 ,认为法是不确定的 ,主要表现为“规则的不确定”和“适用的不确定” ,后者主要指事实认

定的不确定性及司法人员个性因素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带来的不确定影响。

如同“确定性”的法律含义远非其字面语意所能表达 ,立法 、司法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在不同的研究

者及不同的研究材料中也有着纷杂难解的阐释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 ,司法的确定

性较立法更难企及 ,每一个案件的发生 ,都不会将立法者作为导演 , “司法面对个案 ,而个案总是相互差

异的 ,并且司法必须对个案中的差异给予充分的承认与尊重”
[ 4]
(第 39 页)。在此意义上 ,具体发生的案

件常常难以与既定的规范吻合 ,即使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 ,法律运行中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因素 ,对一

个案件作出一个裁决 ,且不说正确与否 ,事实方面的证据是否充分 、法律规范的适恰理解 、法律运行中事

实与规范的相互建构都会因人而异 ,这些不确定因素或许可以因为立法的完善而减弱 ,但决不会消除。

因此 ,从认识论的角度评价 ,就疑难案件而言 ,法律现实主义的观点无疑更有说服力。回到疑难案

件在公诉阶段的困惑 ,上述司法的不确定性还得稍稍作些澄清与修正:基于案发事实及证据情况的特殊

性 ,现有的法律规范还无法提供一个如同简单案件那样清晰明确的“罪”与“非罪”导向。这样 ,在法律的

边缘地带就形成了一定的解释与认知空间 ,不同的解释者在此必然产生分歧与论争 ,解释者既不能确信

“罪”之解释为唯一正确 ,也不能否认“非罪”之解释为相对合理 , “并不是说争论本身就证明了不确定” ,

而是“在一个无法说哪一方的论点更强的纠纷中 ,这个纠纷就是不确定的” [ 5](第 252 页),疑难案件就属

于这样的纠纷。解释者对其认识之分歧不仅有解释者自身因素 ,更重要的是这种认识分歧本身就源于

司法在疑难案件上“不确定”的内在规定性 ,只不过是这种质的规定性通过人的认识表现了出来 。近年

来 研究者开创的模糊法学对司法的这一特征作了较有意义的分析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 研究对象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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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没有明确的界限 ,不能作非此即彼的划分” ,对犯罪嫌疑人行为罪与非罪的判断很难作出绝对的肯定

或否定 ,而是要看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构成犯罪 ,即不用真与假或 1与 0这两个值去度量犯罪嫌疑人的

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程度 ,而是用 1与 0之间的某个数值去测度它的隶属度 ,例如 ,当取 0.8时 ,认定犯

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程度是 0.8。这就是犯罪属性的模糊 、不确定特征 。而我们的司法还不可能实现

该种意义上的犯罪程度与定罪与否的关联对接
[ 6]
(第 20 页)。模糊法学对司法的最直接启示就是 ,传统

法学对三段论的迷信存在致命缺陷 ,以法律条文为大前提 、案件事实为小前提 ,不见得就能推导出唯一

正确的裁判结论 ,事实上 ,一个案件的判决或法律结果往往有多项选择 ,答案并不是唯一的。这时候 ,到

底该不该起诉可能就会因人而异了。如同上述案例 ,被告人不承认明知时 ,公诉人无法确信自己的判

断 ,即便确信 ,也同样基于案件的特殊性 ,他无法判断审判人员的确信 ,他能确信的仅是审判人员也会有

同样的困惑。

二 、疑难案件中公诉职能的经验悖反:“拟制”法官

公诉应积极地将疑难案件诉至审判以获取有效的确定性判断 ,而并非自己充当法官给疑难案件一

个仓促的确定结论 ,但实践中公诉职能却时常地成为“拟制”法官 ,行“法官之前的法官”之职。

(一)公诉职能的自我悖反

僵化理解罪刑法定。对于司法中出现的特殊疑难案件 ,如同文中案例 ,公诉机关也时常会面临刑法

依据上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 ,这类案件没有刑法的明文规定 ,若起诉则难逃违背罪刑法定主义的责难;另

一方面 ,若听之任之又显失公正 ,既潜在地放纵了危害社会 、侵犯人权的行为 ,也违背刑法的初衷。出于

对起诉的谨慎 ,在行使公诉职能时 ,办案人员习惯于从形式上理解罪刑法定 ,只要行为在刑法中不能直

接找到对应的具体犯罪种类 ,就认为属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而放弃起诉 。可事实上 , “罪刑法定

`定' 的不是抽象概念(具体罪名的定义)或某个具体的犯罪种类 ,而是犯罪的类型”。“犯罪不可能在法

定的构成要件中经由明确的概念完全地加以定义 ,在判决前 ,永远只是`未定' 的状态”[ 7](第 269 页),这

个“未定”赋予了公诉职能一定的能动空间 ,公诉机关对这类疑难案件不应基于狭隘的罪刑法定观而提

前充当法官将其终结在程序之外。

人为扩大“存疑不起诉”的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 ,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 ,

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 ,不符合起诉条件的 ,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这一规定在实践中被归纳

为 “存疑不起诉” ,很明显 ,这里的“疑”(强调的是满度)指的是证据不足 ,它更大意义上指的是因证据量

的不够或质的欠缺而导致的证明力不强 ,且这种证明力的差强在审查起诉中一般已能得到确认 ,其并非

我们讲的疑难案件中的因对法律 、对证据的认识和看法不同而产生的不确定之“疑”(强调的是纯度)“大

多数疑难案件在法律的适用和事实的认定上都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 ,即法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法律上

的不确定性 ,对该类案件的处理是关于法律标准和事实标准的认识问题” [ 8](第 14 页),这类疑点很难有

定论 ,如有些检委会成员明确表明 ,其在参与讨论时 ,有些疑难案件确实难下定论 ,但讨论总得有个表

态 ,所以最终给出的结论不免有点应急或偶然 ,或许一念之恍就会给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因此 ,这两类

“疑”的性质是不同的 。但实践中 ,公诉机关对此并未区分 ,而一概以“存疑不起诉”处理。

起诉证明标准与审判定罪标准同一 。一般认为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

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所要求的证明标准都是一样的 ,均是“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尽管笔者对这一

结论持有怀疑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实践中 ,公诉部门以法院定罪标准进行审查起诉已是众所皆知 。事实

上 ,即使使用同一种表述“证据确实充分” ,也有个证明 、认识主体的问题 ,是法官认为证据确实充分呢 ,

还是前面都这样看的证明标准 ?从西方来看 ,是给法官定一个标准 ,这种标准能否作为一个一贯到底的

标准 ,还是值得思考的 ,它容易给司法带来危害 ,最典型的就是拒绝纠正错误 ,甚至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

过去的小错误
[ 9]
(第 232 页)。而现今 ,公诉在审查起诉时就是在遵循这样的要求 ,疑难案件中 ,尽管内心

从经验认识上已确信犯罪嫌疑人应该定罪 但考虑到相关的不确定因素 仍不敢作出“证据确实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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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 ,而是自发参考大陆 、英美法系的“自由心证” 、“排除合理怀疑”来循环说明该案存在某某无法排除

的疑点 ,即便这种怀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过分依赖法官。疑难案件中 ,检察官确实存在着因司法不确定而拿不准的情况 ,诉与不诉面临困惑

时 ,有些检察官就乐于事先联系法官听风把音 ,再视法官意见见机行事 。这样即便不能起诉 ,也觉得心

安理得。其实这样才是真正的司法风险:检法关注的细节可能不同 ,商议时检察官只是个人判断了哪些

细节重要 ,或者因没开庭正式审理 ,辩方意见还不能充分体现 ,都会影响法官的客观 、全面判断 ,也就是

说这种情况下 ,案件的处理还是存在多种不确定 ,检察官基于此诉前潜行为就决定案件程序走向 ,放纵

犯罪或打击错误的双重危险仍然不能得到有效消除。

(二)评价机制的悖反

公诉质量评价指标的偏失 。在对公诉质量进行评价时 ,实践部门及司法研究者习惯于以法官裁判

为标准来判断 ,如以“控审一致率” ,“罪名变更率” , “无罪率”作为评价公诉质量的评价指标 ,甚至认为

“无罪判决是一定意义上的无效指控”
[ 10]

(第 217 页)。由此 ,一些公诉机关也把高定罪率作为一种成绩 ,

不论是对部门工作还是对公诉岗位上的先进典型 ,均以多年来所办案件无罪判决率为零作为宣传 、褒赞

事例 ,认为自己的工作得到了法院的认可就是成功 。这种标准对于简单案件当然有其合理性 ,但将其毫

无原则地推广至疑难案件时 ,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 ,它忽视了对司法不确定包括公诉环节司法不确定的

科学考量 ,忽视了基于司法不确定而总会存在无法预测的无罪判决的司法规律 ,更抹杀了程序的功能与

价值 。就疑难案件而言 ,即使出现了控审不一 ,罪名变更 、无罪判决 ,我们也不能一概认为其质量不高。

“错案追究制”的误区 。“错案追究制”是我国在进行审判方式改革中自发出现的一项旨在加强对法

官的监督 、确保办案质量的措施 ,这一做法后为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试用。至于什么是“错案” ,理论和实

践中都有不同的界定 ,但不管错案如何界定 ,其总有一个较之为正确的标准或答案 ,这个标准或答案一

般就是法院的裁判 ,因为只有法院的裁判才具有终结性 。这种要求使得公诉人员在办理疑难案件时 ,尽

管有自己的看法 ,也极力抑制这种自主性 ,而要花费心思考虑法官如何思考 、法官思考的答案 ,实际上也

就是把自己当成了法官 ,放弃了自己应基于案件本身而给出处理意见的职责。

三 、疑难案件中公诉职能的法理回归:诉审共识同构

疑难案件中 ,由于司法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及司法职责的必然分工 ,公诉的职能只是追寻确定而非

由其直接达至确定。但这仅仅是一种宏观思维导向 ,这种确定追寻具体依赖的路径 ,还与公诉司法角色

的扮演及诉审关系相关。

(一)疑难案件中司法者的法理学:解释共识

司法过程实际上是司法者解释法的过程 ,包括规范解释 、事实认识以及规范之一般适用于案件之个

别的逻辑推理的解释 。对疑难案件中的这些解释元素 ,我们往往发现或经历着这样的处境 ,即不管对法

规应然的含义作出什么说明 、解释 ,对模糊事实的可能作出什么分析 ,也只是表达某种意见而已 ,这些意

见也往往相对封闭 ,在证成自我的同时却不能证否他人 ,以至疑难案件的处理仍充满变数 ,司法不确定

的局面也不会有彻底改观 。为解决这种疑难的案件 ,法律解释学试图通过解释方法的排序以降低疑难

案件司法难度而探索出的一套解释方法元规则 ,仍无力回答在何种情况下后位的解释方法相对具有优

越性而可以取代前位的解释方法。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 ,法律解释的真实目的只是为之前已经大致确

定的结果填充理由 ,结果不是解释出来的 ,相反 ,是解释结果确定了如何解释 ,解释只是用来掩盖法官的

创造性活动。

其实 ,对解释的功能大可不必如此悲观 ,上述分析只是从一种静态的横断面上观察解释 ,而事实上 ,

由于司法是一种动态的历时性活动 ,解释的目的也是在法律的边缘地带得出可接受的结论 ,在这个历时

过程中 ,不同解释者的意见碰撞及共识达成是其获得可接受性的必要途径 。在疑难案件的公诉环节中 ,

为达至一个相对合理的确定结论 ,应尽量让疑难问题获得这种历时性的解释共识 这就是司法者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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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总序)。“与其给解释者的案头堆放上各种抽象且无约束力的意见 ,还不如让他们了解自己———

司法者群体对相关法律问题的`平均'解释 ,”
[ 12]

(第 201 页)从而发现出一些共识性的认识 ,“共识几乎是最

弱意义上的法律客观性的必要条件”[ 5](第 161 页), 其有理由成为下次疑难的重要参考 ,使不确定向确定性

的转化有些可把握的依据 、线索与规律 ,而这些智识无疑有助于提高司法实践在整体上的可预测性。

(二)司法不确定视域下诉审关系的法理回归:共识同构

诉审关系的回归实际上也就是公诉职能的回归。从公诉制度的产生及公诉职能的运行来看 ,通常

都是为控制审判权的擅断 ,从审判权的消极方面强调两者的对立。但这只是诉审关系的一个方面 。在

达至疑难案件的司法确定性方面 ,作为法律共同体 ,诉审必须有共同的努力方向 。对起诉机关据己方确

信而提起公诉的疑难案件 ,在诉辩双方充分发表意见后 ,审判机关据此对刑法适用形成的结论 ,既可能

是与诉方主张的共识 ,也可能是与诉方主张的背离 ,但这种背离也并非证实诉审双方消极互否 ,作为一

个确定性的实体结论 ,其是双方智识与经验多回合交往后 ,在法律间隙处进行积极同构而找寻到的相对

合理的裁判。合法的审判程序通过横向的控辩交流和纵向的法官与控辩之间的交流对事实的再造功能

和合作作用 ,有利于一个合理性结论的形成。

“法治社会成功的经验表明 ,法律家集团的力量来自于它内在的统一和内部的团结 ,而统一和团结

并不是因为组成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出身一致 ,而是由于知识背景 、训练方法以及职业利益的一致……在

这些方面获得高度一致的法律家们会自然地凝聚为一个所谓`解释的共同体' 。”
[ 13]

(第 76-80 页)因此 ,这

种共识同构是有可能的。对法律的理解 、对事实的认定 、对两者之间间隙补漏的不同以及前见的不同 ,

诉审对疑难案件不免会带上自身的偏见和主观性 ,通过文书 、庭审的商谈交往 ,这种偏见和主观性可以

转化为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意义上的交互主体性 ,通过将先验性转化为程序性 ,达成对刑法适用的共

识 、合意 ,以消除单方结论的主观性 、片面性 ,同时也使得刑法适用获得合理性 、正当性和可接受性 。丧

失多方参与性的裁判活动之所以会使裁判的内在品质受到破坏 ,是因为这种裁判不具有最起码的公正

性[ 14](第 21 页)。因此 ,公诉既不能独断疑难 ,也不能依赖审判独断 ,必须进行多方同构 ,诉审同构是其

中的必然 。

(三)共识同构对公诉职能的启示

作为理解司法不确定视域下诉审关系的新视角 ,共识同构帮助公诉机关明确了在这种特殊语境中

的职能方向———通过共识同构达至确定 ,这一认识思路对公诉职能有如下启示:

一是实体上有助于有意识地提高公诉争点质量。尽管我们不赞成疑难案件的审查起诉中办案人员

以审判标准要求自己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强调公诉自主 、忽视审判。案后对司法不确定

的具体表现 、诉审一致与不一致 、罪名变更 、无罪率等情况进行分析与调研对提高公诉质量是非常有帮

助的 。疑难案件中 ,我们经常面临的问题是 ,这一个疑难解决了 ,但当我们参照这一结论试图处理好下

一个看似类似的疑难时 ,其实不然 ,这个疑难又会成为一个新的疑难 ,个中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没

有明确真正有法律意义的争点 。而在共识同构的基础上 ,先前的疑难案件经过审判程序后对公诉在后

续的疑难案件明确争点是极有帮助的。“具体案件中控辩双方的博弈所产生的焦点问题质量越高 ,案件

与规则之间的联系就越到位 ,案件的处理质量也就越高”
[ 10]

(第 217 页),这种提高又会促进公诉有意识地

提高争点质量。

二是实现疑难案件审理行政化向司法化的观念转变。以往碰到疑难案件 ,出于各方面因素的考虑 ,

总是习惯向上级请示 ,以先行从内部系统确保法律的统一适用 ,即基于内部行政权力型共识来达至确

定 ,疑难案件在公诉阶段的终止就是一种典型表现 。这种非诉讼化的司法活动 ,使得控辩双方难以通过

行使诉权来对案件处理产生司法影响 ,这曾被学界指责为司法的非正当。共识同构则强调在不同的司

法机关之间达成共识 ,真正实现刑事案件的司法化处理 ,而这才是实现正义的正当途径。

三是促进公诉资源的有效利用 。“我们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平均检察官和被告的资源 ,而是在通向定

罪的路上树起各种难以对付的程序障碍 这些障碍成功地将判定无辜者有罪的概率减少到极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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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代价是许多有罪的人被无罪开释了 ,或者从来就没有对他们提出指控 ,或者允许他们承认比他们实

际犯下的轻许多的罪行”
[ 5]
(第 263 页)。虽然这是对对抗制在阻碍有效查获犯罪方面的某些偏颇的异

议 ,但在倡导不确定的疑难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方面却对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共享意义:将疑难案件终止在

公诉环节 ,是对公诉职能 、公诉资源的抑制 ,而这常常是基于对被追诉人权利的考虑而以程序正义的理

由来实现的 ,可这一理路“始终无法摆脱理论上如何自圆其说时的一个阻隔 ,这就是以被告人(被追诉

人)权利为导向的程序正义理论何以必然优先于刑事被害人权利和社会秩序?”[ 15](第 85 页)因此 ,公诉

资源的限制是有底线的 ,在司法处于认识论意义上的不确定时 ,我们更需要有效利用其去获知确定而非

人为地对其终止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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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s on Public Prosecutions in Hard Cases

Liu Chanxiu

(Law School , Renmin Univer 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872 , China)

Abstract:For ha rd cases containing leg al unce rtainties as a result of dif fe rent recognit ions , the

public prosecution o rgans shall have the aw arene ss to push the cases fo r trials , so as to ge t a rational

and definite answ er through trial and pro secutions , rather than reaching a conclusion of no prosecution

fo r the existence of doubts .Definitio n of this role w ill help improve the qualit ies of public

pro secutions , and develop the concept of t ransfo rming the administ rative procedures of t rials to

leg itimization procedures for higher utilizat ion of public prosecut ion resources.

Key words:hard cases;uncertainties;shared know ledge w ith the same st 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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